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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生态文明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成

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作为环境监管制度由“督企”向“督政”的重要转变———环保约谈能否提升减

污降碳协同治理绩效呢? 以 2008—2019 年 216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 SBM - DEA 测算了地区减霾降碳协同

治理指数,综合运用多种 DID 方法考察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

够促进被约谈地霾碳协同治理效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促进作用,能耗强度降低的积

极影响却并不显著。 从官员特征来看,伴随约谈地市长任期年龄增加、晋升预期下降、学历水平上升,环保约谈

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加;从空间溢出来看,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邻近地区霾碳协同

治理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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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C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views (EPI) improve the regional efficiency in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Taking 216

cities from 2008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index of carbon haz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alculated by SBM-DEA,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methods of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 DID),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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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PI on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smog and carbon (ECGSC). The

study found that EPI can promote ECGSC in the interviewed region, EPI mainly improve ECGCS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le the reduc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does not

improve ECGSC.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tenure age of the mayor, the decline in promotion expectations, and the rise

in educational level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PI on the local region’s ECGSC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PI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CGSC in nearby reg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smog and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views;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大气污染的双重压

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成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

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产业

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①。 雾霾污染和过

度碳排放均属“同根同源”的化石能源消耗产物,
减霾降碳协同治理存在充分可行性。 但是,由于

霾碳协同治理需要不同部门与地区的协调联动、
企业生产模式的有效升级、民众生活方式乃至城

市运行模式的全面转型[1],霾碳协同治理并不自

然发生,提升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具有现实

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地方环保部门长期实行

“条块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当中央和

地方政府目标不完全一致,地方环保部门将“进退

两难”,环境治理效率低下[2]。 为了打破此种困

境,2014 年 5 月环保部发布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

行办法》。 环保约谈通过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地

方政府交叉监管,打破了地方环保部门与同级政

府对抗先天性不足的桎梏,推动了中国环境监管

制度由“查企为主”向“督查并举,督政为主”的转

变[2]。 此种督政转变有助于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组

织协调难度大、多方参与困难的化解,通过对电

力、水泥等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绿色转

型推动[3],其对二氧化碳、雾霾排放源协同治理的

针对性更强。 那么,环保约谈作为新时代环保督

政的重要体现,能否有效提升地区减霾降碳协同

治理效率? 这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政府环保制度建

设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文献评述

第一,雾霾污染和碳排放协同治理研究。 一

方面,是雾霾污染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早期学者

关注两者之间关联性,如,薛婕等[4] 基于 30 个省

级行政区和部分工业行业的数据,发现中国碳排

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存在显著地区和行业趋同性。
此外,学者们比较关注碳排放与雾霾污染的相互

影响。 有学者认为,碳减排与霾污染减少将同步

出现,如,傅京燕等[5] 基于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电力行业研究发现,碳减排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

污染。 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不

必然,Li 等[6]基于中国工业的研究发现,由于要素

替代效应,雾霾污染降低会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关注环境治理政策的霾

碳协同效果。 从研究方法来看,分为案例探讨、仿
真模拟的两类。 案例研究方面,如李丽平等[7] 以

攀枝花市为例分析大气污染控制的碳协同减排效

应,研究发现单纯工程技术减排的协同效应并不

明显,协同减排需要重要行业协同进行。 毛显强

等[8]对中国“十一五”时期电力行业的协同减排效

应分析发现,污染末端治理的协同减碳效果有限,
需要企业节能、前段治理等技术方面的有效突破

才能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易兰等[9]对中国大

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治理组织制度进行分析发现,
政府部门长期以来对两类污染物治理 “分而治

之”,协同治理的组织难度比较大。 仿真模拟方

面,如 Nam 等[10]利用预测和政策分析模型比较中

美两国霾碳协同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煤

炭能源消耗比重较高,中国在雾霾控制的协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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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团结奋斗》报告第 10 部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 2 段。



碳效应方面强于美国;在碳减排的协同控霾效应

方面,美国则优于中国。 整体来看,碳排放与雾霾

污染关系研究比较多,环境政策对霾碳协同治理

效果的考察也有文献涉及,但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效率仍缺乏科学测算,也缺乏对其影响因素的系

统考察。
第二,环保约谈的研究。 一方面,环保约谈的

制度分析。 有学者定性分析环保约谈的积极作用

和存在问题。 如葛察忠等[11]、郝亮等[12]分别以河

南省安阳市和山东省临沂市为例,分析约谈之后

当地政府实际环境治理措施的成效和问题。 另一

方面,随着约谈城市增加和准自然实验方法的丰

富,学者们开始实证检验环保约谈成效。 有学者

关注环保约谈是否降低了约谈城市的污染水平。
如石庆玲等[13]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对 25 个约谈城

市的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对空气污染治理存在短

期效应,且主要对因空气污染被约谈的城市发挥

作用。 谭书先等[14] 同样利用城市层面的研究发

现,环保约谈有效降低了约谈城市空气污染,但政

府官员更替则会打破这一积极影响。 同时,由于

污染物主要是由企业生产所致,众多学者也十分

关注环保约谈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如沈洪涛等[15]

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 DID 估计发现,环保约谈

提升了约谈地区国有企业环保绩效,但对企业环

保投资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王旭等[16] 基于上市

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环保约谈有效提升约谈地企

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且此种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

邻地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在环保约谈政策效应

方面,多数学者关注于传统污染物或者企业策略

行为分析,环保约谈对地区碳污协同治理绩效的

影响尚无研究涉及;在影响机制方面,多数学者仍

关注于企业行为、政府治理措施等传统领域,而环

保约谈的直接对象———地方官员的特征会对约谈

效应产生何种影响? 环保约谈对邻地环境治理的

空间溢出效应的动态变化如何? 现有研究也较少

涉及。
因此,本文以环保约谈作为中央政府环保督

政的体现,以 2008—2019 年中国 216 个城市为研

究对象,在利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DEA 模

型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测算的基础上,
利用 DID 等多种实证方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环保

约谈对地方政府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方向、
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

二、作用机制分析

(一)环保约谈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方向

首先,环保约谈有更高层级部门的直接“督

政”问责,也有媒体和公众的介入,使得约谈更具

威慑力,直接督政间接督企,全面打通了环境规制

执行所涉及到的多方主体。 其次,环保约谈制度

的建立能通过强化上级环境部门的权威、弱化同

级政府的非法干预,这种直接约谈方式能够督促

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推动中央政府低碳经济、
污染治理攻坚等环保意志有效落实,提升地区霾

碳协同治理的效能。 因此,环保约谈将为地方政

府协同治理提供有效政策抓手,提升地区减霾降

碳协同治理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

假说 H1:环保约谈能够推动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

理效率提升。
(二)环保约谈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渠道

经典环境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影响环境污染、
碳排放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 3 种效应[17]。

首先,能耗强度降低与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中国当前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煤炭在能

源消耗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案例研究表明,环保

约谈督政之后,地方政府通常会对辖区内钢铁、焦
化、水泥等重耗能和重污染行业排查监督,直接取

缔地区能耗效率低的“土小”企业[11 - 12],治理措施

将有效降低地区能耗强度,促进地区霾碳协同治

理。 其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一方面,当前中国多数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

粗放式的资源投入支撑为主,这种高投入、低附加

值的发展模式会产生大量污染物[18],不利于碳雾

霾控制。 另一方面,约谈督政之后,约谈地第二产

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也会显著下降[14],地区产业

结构将会优化升级。 相关研究则表明,碳减排的

协同减霾效应将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而显著增

强[19],地区污染治理的协同减碳效应发挥也需要

当地的结构性减排发挥作用[7]。 最后,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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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一方面,绿色技术创

新是当前中国霾碳协同治理深入推进的主要瓶颈

因素。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将督促

地方政府加大绿色研发投资或补贴,推动约谈地

当地企业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实质性绿色技创

新[16],进而有助于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环保约谈将

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绿

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推动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

效率的提升。
(三)官员特征的影响

首先,官员任期的影响。 由于新上任政府官

员对当地事务的了解通常存在时间滞后性,政府

官员变更的政策“真空期”也会对原有环保政策产

生负面影响[20]。 同时,环境政策治理成效发挥通

常需要一定的时间,任期较短的官员通常采用“短
视”行为发展经济而相对忽视环境治理问题[21]。
其次,官员晋升预期的影响。 虽然中央政府已经

将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当中,但
是由于环境治理成效的滞后性和经济建设任务的

重要性,地方官员晋升仍主要依赖经济发展成

效[22]。 再次,官员学历的影响。 张豪等[23]的研究

表明,地方官员学历水平越高,其对创新的重视程

度越高,有利于当地企业技术创新。 此外,余泳泽

等研究发现,官员学历越高,越容易达到当地经济

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平衡[24];有助于降低霾碳协同

治理的成本,提升治理成效。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说 H3:伴随官员任期增加、官员晋升预期减弱和

官员学历提高,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

理效率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增强。
(四)环保约谈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空间效应

首先,面对环保约谈带来社会媒体、行业协会

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压力,被约谈地政府的形象在

短期内将遭受较大损失,邻近地方政府为了避免

此种损失将“闻警自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或者为了在地方政府竞争中获胜,采取占优的环

境优化策略以“趁机赶超” [16]。 其次,面对约谈督

政后政府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约谈地污染

企业很可能会向邻近地区就近转移,恶化相邻地

方产业结构[22],促进邻近地区政府正视环保治理

现实压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和环境规制强度,有
利于治理效率提升。 最后,环保约谈带来的有效

督政可以刺激本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也对邻近

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积极溢出[16],从而推动邻

地霾碳协同治理能力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研究假说 H4:环保约谈将会促进邻近地区减

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2014 年 6 月开始,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

府的环保约谈,截至 2019 年,已有 65 个地方政府被

约谈。 由于一些城市数据的缺失,部分城市剔除,采
取其余被约谈的 52 个地市为研究对象。 本文将环

保约谈这一外生事件看作准自然实验,运用 DID 考

察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
将被约谈城市作为实验组,未被约谈城市作为控制

组,本文研究对象为 2008—2019 年 216 个城市。
本文的实证检验主要分为以下 5 个部分。
第一,为验证理论假说 H1,本文采取连续年份

的 DID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effit = α0 + α1 talkit + γΧ + λ i + λ t + μit (1)
第二,由于中国城市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可

能会导致实验组与控制组不具备可比性,而利用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可
以消除样本选择性偏误,再利用 DID 解决内生性。
模型如下:

effit psm = α0 + α1 talkit + γΧ + λ i + λ t + μit (2)
在式(1)和式(2)中, i 指地区, t 指年份; eff

是霾碳协同治理效率; talk 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

该城市是否被约谈; α0 为常数项, α1 是核心系数,
度量环保约谈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的净影响。 γ为

控制变量系数; λ 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

效应; μit 为随机扰动项。
第三,为验证理论假说 H2,本文利用中介效应

进行机制检验。
第一步:验证环保约谈对 3 个路径的影响:
eneit( strit,gtit) = χ0 + χ1 talkit + φΧ + λ i + λ t +

π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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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验证环保约谈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

的影响:
effit = α0 + α1 talkit + γΧ + λ i + λ t + μit (4)
第三步:将 dt 和 3 个路径同时放入方程

effit = δ0 + δ1 talkit + θeneit( strit,gtit) + φΧ +
λ i + λ t + ο it (5)

其中, ene 表示能源消耗强度, str 表示产业结

构优化, gt 表示绿色技术创新; χ0、 δ0 为常数项;
χ1、 δ1 为环保约谈系数; θ 表示 3 个渠道影响系数;
φ、 φ 为控制变量系数; π、 ο 为随机扰动项。 其余

变量解释与式(1)相同。 若式(5)中 dt 项变得不

显著或虽显著但系数变小,则说明环保约谈通过

相关路径提升了地区碳霾治理效率。
第四,为验证理论假说 H3,本文构建三重差分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DD)模型

考察,将测度官员任期 ( term) 、升职预期 (pro) 和

学历 (edu) 的虚拟变量、官员特征的虚拟变量与

环保约谈的交互项 ( talkit·termit(proit,eduit)) 引

入式(1)中:
effit = α0 + θ1 talkit · termit(ageit,eduit) +

θ2 talkit + θ3 termit(ageit,eduit) + γΧ + λ i + λ t + μit

(6)
式(6)中重点关注 θ1 系数,即官员特征对环保

约谈效应的影响。
第五,为验证理论假说 H4,本文建立空间杜宾

模型(SDM)为初始模型如下:
effit = β0 + (β1 + νW) talkit + ηΧ + Wη′Χ + εit

(7)
在式(7)中, β0 为常数项; W 为地理空间权重

矩阵。 Wvtalk 表示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霾碳

协同治理绩效受到环保约谈政策溢出的影响,溢
出效应大小为 ν 。 η 为控制变量系数,表示本地其

他外生变量对邻近地区碳霾治理效率的影响,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eff 为本文测算的地区霾碳协同治

理效率[25]。 核心解释变量为 talkit ,表示环保约谈

情况。 若城市在 t 年被环保部约谈,则该城市 t 年
及其往后年份均取 1,否则取值为 0。

本文控制变量 Χ 如下:经济发展水平 (ey) 采

用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22],工业化水平 ( s) 采用各地区第二产业增加

值占当地 GDP 的比重来衡量[22];政府干预 (gov)
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26],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采用各地市实际使用的外商

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1],
人口密度 (den) 采取年末单位行政面积人口数的

对数值进行衡量[18]。
此外,能源消耗强度 (ene) 用能源消费量与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 (str) 用第三

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25]。 绿

色技术创新 (gt)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公布的绿色专利清单中所列国际专刊分类号

(IPC),在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通过专利检索获

取城市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18],并进行对数

化处理。 官员特征方面,由于约谈主要是对行政

负责人约谈,本文用市长特征衡量被约谈官员特

征;借鉴余泳泽等[24]的做法,用市长在当地担任行

政正职的实际年限表示官员任期 ( term) 。 借鉴占

华[20]的做法,由于市长层面的晋升大多是本省范

围内官员之间的竞争,本文用市长当年年龄与所

在省级行政区内部市长平均年龄对比来表示晋升

预期 (pro) ,若年龄大于平均年龄则取值为 1(此
时晋升预期不足),反之则取值则为 0;若市长最后

毕业学历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则官员学历 (edu)
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 官员特征为笔者通过

人民网、新华网及各相关政府网站手工搜集整理

得到。 表 1 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f 0. 542 0. 241 0. 15 1. 79
talk 0. 069 0. 254 0 1
ey 1. 532 0. 853 0. 29 13. 72
s 48. 264 10. 179 13. 82 90. 97

gov 17. 425 12. 02 0. 94 350. 24
fdi 21. 022 25. 174 0 152. 04
den 0. 523 0. 483 0. 021 11. 73
ene 0. 186 0. 215 0 3. 15
str 0. 922 0. 492 0. 09 4. 81
gt 8. 971 25. 425 0 450
term 2. 391 1. 503 1 11
pro 0. 571 0. 483 0 1
edu 0. 868 0. 35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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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与解释

(一)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

的影响

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环保约

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采用逐

步回归估计,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效率影响的基准估计
变量
名称

(1) (2) (3) (4) (5) (6)
eff eff eff eff eff eff

talk
0. 037∗∗ 0. 036∗∗ 0. 036∗∗ 0. 037∗∗ 0. 043∗∗ 0. 046∗∗∗

(2. 06) (1. 98) (1. 98) (2. 08) (2. 46) (2. 60)

ey -
-0. 031 - 0. 030 - 0. 027 - 0. 022 - 0. 022

( - 1. 09) ( - 1. 57) ( - 1. 59) ( - 1. 20) ( - 1. 16)

s - -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 - 1. 83) ( - 1. 88) ( - 2. 00) ( - 2. 22)

gov - - -
0. 001∗∗∗ 0. 001∗∗∗ 0. 001∗∗∗

(4. 78) (4. 71) (4. 65)

fdi - - - -
-0. 001∗∗ -0. 001∗∗

( - 2. 34) ( - 2. 37)

den - - - - -
0. 015
(1. 52)

常数
0. 519∗∗∗ 0. 563∗∗∗ 0. 592∗∗∗ 0. 554∗∗∗ 0. 604∗∗∗ 0. 614∗∗∗

(45. 69) (30. 93) (15. 13) (13. 94) (15. 12) (15. 29)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R2 0. 175 0. 182 0. 182 0. 202 0. 226 0. 227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p < 0. 1 上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3 可知,第(1)列为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

环保约谈( talk)的回归结果,talk 系数为 0. 037,且
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低环保约谈能显著提升

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而且,伴随着诸多控制变

量的不断加入,talk 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无明显变

化。 这验证了假说 1,即环保约谈能够显著提升被

约谈城市霾碳协同治理效率。 这是因为,环保约

谈通过上级中央环保部门对下级地方政府交叉监

管的方式,打破了原有环境治理当中组织结构和

权利运行逻辑[2];加上该制度直接公开约谈地方

政府主要负责人,并邀请社会媒体和重要公众介

入,有利于霾碳协同治理中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

合;环保约谈限期整改,加上中央环保督察的“回
头看”的复查,保障了环保督政效力的持续发挥,
这都有利于突破当前中国霾碳协同治理的瓶颈因

素。 此外,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环保约谈能够通

过规制的倒逼机制、创新的溢出效应提升霾碳协

同治理主要微观主体———企业的绿色技术效

率[16],也有利于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长期提升。
其他变量的影响。 ey 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

影响系数为负,但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

经济增长对霾碳协同治理带来一定的压力。 这是

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化石能源消耗还会直接导

致碳排放和 PM2. 5颗粒物排放增加,加大霾碳协同

治理压力;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研究期内中央政府

“大气十条”、低碳城市试点、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环

保政策的实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污染末端治理

有所加强[3],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增长带来

的霾碳协同治理压力。 s 系数均至少在 5%水平显

著为负,表明工业化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的带来

了较大压力。 这可能是,工业生产对资源环境的

依赖性较强,产能增加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从而加

重碳排放和气体污染物排放;面对雾霾治理政策

的加强,多数工业企业受到要素替代效应转而增

加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6],也不利于地区霾碳协

同治理。 gov系数均在 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政府

干预能显著促进霾碳协同治理。 这是因为,地方

政府作为地区环境治理的直接责任主体,政府环

保支出会随地方政府财力水平显著上升,且政府

干预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27],
有利于霾碳协同治理。 fdi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

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地区碳霾协调治理效率。 这是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大量工业项目,工业项

目开展过程中不仅会直接加重碳排放和污染物排

放,还会通过提升人均收入产生更多能耗需求[1]。
den 对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人口密度增加虽然有

利于环境治理的规模效应发挥,但也会引起能耗

需求增加、交通拥堵等[18],带来碳和 PM2. 5颗粒物

排放量增加,不利于霾碳协同治理。
2. 基于 PSM - DID 方法的估计

为使被约谈城市和未约谈城市的变动趋势系

统性差异保持一致,降低 DID 估计可能存在的估

计偏差,本文使用 PSM - DID 估计来检验结果的稳

健性。 PSM - DID 前,进行了共同支撑假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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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所有控制变量在匹配后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可以采用 PSM - DID 方法。 同时,为验证 DID 估

计是否满足满足平衡趋势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

究法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进行趋势检验,结
果同样验证了 DID 估计的合理性。 表 3 为 PSM -
DID 结果,talk 估计系数至少在 5% 的水平显著

为正,与表 2 中相比,显著性无明显变化,说明

环保约谈依然能够明显提升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效率,再次验证了理论假说 H1,说明本文实证

结果稳健。
表 3　 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效率

　 　 影响的 PSM -DID 估计
变量
名称

(1) (2) (3) (4) (5) (6)
eff eff eff eff eff eff

talk
0. 039∗∗ 0. 038∗∗ 0. 038∗∗ 0. 040∗∗ 0. 047∗∗∗ 0. 047∗∗∗

(2. 18) (2. 11) (2. 10) (2. 21) (2. 65) (2. 82)
样本量 2 514 2 514 2 514 2 514 2 514 2 514
R2 0. 166 0. 179 0. 181 0. 190 0. 204 0. 212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上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量、年份
和城市固定效应,且第(1)列 ~ 第(6)列控制变量加入顺序与表 2
一致。

(二)基于中介效应的作用渠道分析

表 4 报告了环保约谈作用渠道结果。 由表

可知,第一步回归结果表明,环保约谈能够显著

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但
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却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能耗强度主要受到当地资源、能源禀

赋约束,环保约谈约谈督政之后,承受短期高压

的地方政府更多采用运动式的治污措施。 如,石
庆玲等[13] 以环保约谈的治霾效应动态分析发

现,被约谈 30 天之后,被约谈地雾霾污染的降低

效应就开始显著减弱;面对被约谈问责政府的强

力环保措施,部分企业短期内也主要采用减产方

式应对[15] ,难以真正降低能源消耗强度。 第二

步回归结果表明,环保约谈显著促进了地区霾碳

协同治理效率。 第三步回归结果表明,当将结构

优化 ( str) 、绿色创新 (gt) 分别加入基准估计后

(即表 4 中第(4)列、第(6)列), talk 系数与表 2
第 6 列 talk 系数相比显著性和估计值均有所降

低,说明环保约谈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

绿色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提升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效率,此结论与部分学者的观察相符合。 如,王

旭等[16]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环保约

谈之后辖区内企业的实质性创新绩效、策略性创

新绩效都有显著上升。 而第(2)列中, talk 系数

显著性并无变化,表明地区能耗强度降低并未提

升霾碳协同治理效率。 这是因为,受到能源回弹

效应的影响,能源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能源节约可

能导致被地区要素替代、收入效应增加的能源消

耗抵消,最终增加能源消费总量[6] 。 因此,表 6
部分证实了理论假说 H2,即环保约谈可以通过

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推动地区霾碳协

同治理能力提升,但并不能通过能源消耗强度降

低促进霾碳协同治理效率。
表 4　 中介效应的作用渠道分析

变量
名称

能源效率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 绿色技术创新

ene
(1)

eff
(2)

str
(3)

eff
(4)

igt
(5)

eff
(6)

talk
0. 016 0. 050∗∗∗ 0. 025∗∗ 0. 040∗∗ 8. 157∗∗∗ 0. 035∗∗

(1. 61) (2. 84) (2. 08) (2. 51) (6. 16) (1. 97)

ene -
-0. 187∗∗∗

( - 5. 14)
- - - -

str - - -
0. 098∗∗∗

(3. 12)
- -

gt - - - - -
0. 002∗∗∗

(5. 08)

样本量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2 592

R2 0. 140 0. 236 0. 712 0. 239 0. 293 0. 235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0. 05 上有统计学意义,且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量、年份
和城市固定效应。

(三)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官员特征影响分析

表 7 考察了官员特征的影响。 官员任期

( term) 方面,talk 系数依然是环保约谈对霾碳协同

治理的直接影响,talk × term 系数是官员任期对环

保约谈霾碳协同治理效应的影响。 由表可知,约
谈地市长任期每增加 1 年将促进环保约谈对地区

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提高 0. 007。 这与孔繁

成[21]的发现类似,面对约谈督政压力,较短任期的

主政官员更多地关注经济成效而策略性地应对当

前环境治理,难以长期提升治理效率。 官员晋升

预期(propro) 和官员学历 (edu) 方面, talk × pro、
talk × edu 估计系数也都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

验,市长的晋升预期下降、学历提高将提升环保约

谈的霾碳协同治理效果。 这是因为,较强的晋升

预期将会对官员政绩(尤其是经济增长)产生较大

激励,经济“晋升锦标赛”会使其在应对约谈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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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中更多地采用短期措施而力保增长,而年龄

较大的官员更加倾向于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而减少

环境治理压力[24]。 此外,面对环保约谈督政的现

实压力,学历更高的官员拥有更好的理论素质和

丰富的知识更新,会更多地借助创新手段和创新

战略加以应对[23],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有利

条件,持续提升霾碳协同效率。 因此,结论验证了

假说 H3。
表 5　 约谈地官员特征的影响机制

官员任期( term) 官员晋升预期(pro) 官员学历(edu)

talk
0. 031∗∗

(2. 02)
talk

0. 028∗

(1. 96)
talk

0. 035∗∗

(2. 20)

term
- 0. 001

( - 0. 06)
pro

0. 002
(0. 24)

edu
0. 028
(1. 02)

talk × term
0. 007∗∗

(2. 15)
talk × pro

0. 014∗∗∗

(3. 99)
talk × edu

0. 009∗∗∗

(2. 67)
样本量 2 592 样本量 2 592 样本量 2 592
R2 0. 229 R2 0. 235 R2 0. 193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0. 05、p < 0. 1 上有统计学意义,且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
量、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四)环保约谈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假说 H4 提出,环保约谈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

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 因此,本文引入

SDID(spatial DID)来检验环保约谈对及邻近地区

霾碳协同效率的溢出影响。 估计前,本文对霾碳

协同治理效率进行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表明其存

在显著空间依赖。 表 6 显示了环保约谈对邻近地

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 其中,左列显

示了基于空间地理矩阵的 SDM 估计结果。 由左列

可知,空间溢出效应 rho 值显著为正,说明霾碳协

同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 同时,Wtalk 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初步证实环保约谈对邻近地区

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talk 间接效应也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更加有效证实了环保约谈

在霾碳协同治理方面的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假

说 H4。 从系数比较来看,环保约谈的空间溢出效

应显著大于其对本地的影响。 为动态考察环保约

谈对邻地霾碳协同治理的溢出效应,借鉴韩峰等[27]

的做法,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每隔 100 km 进行一次

SDM 估计直到 800 km,表 6 右列显示了不同距离溢

出效应的变化。 由表 6 可知,环保约谈的空间溢出

效应呈现随空间距离逐步减弱的态势,100 ~200 km

的距离上其空间溢出效应最大,400 km 之后不再

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第一,受到官员晋升

渠道限制,环保约谈督政带来的竞争压力带来更

多存在于本省级行政区内部,即省内城市之间环

境规制的“逐顶竞争”现象更加明显[16],400 km 距

离将超越绝大多数中东部省域的边界,使得省域

范围外环保约谈的正向溢出效应明显减弱。 第

二,环保约谈督政之后,本地产业结构、生产模式

也会随之调整,进而带动邻近地区配套产业优化

升级。 但是,受到生产性服务业与邻近地区劳

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协同集聚距离的限制,超
过 400 km 以后,地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带来碳减排

效应也会显著减弱[28] ,不利于地区霾碳协同

治理。
表 6　 环保约谈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地理距离特征

变量 空间溢出
不同距离溢出的变化

距离 / km 间接效应

talk
0. 029∗

(1. 75)
0 ~ 100

0. 534∗∗∗

(2. 69)

Wtalk
0. 368∗∗∗

(3. 00)
100 ~ 200

0. 903∗∗∗

(2. 67)

控制变量 是 200 ~ 300
0. 237∗∗

(1. 97)

talk 直接效应
0. 035∗∗

(2. 06)
300 ~ 400

0. 125∗

(1. 67)

talk 间接效应
1. 144∗∗∗

(2. 58)
400 ~ 500

0. 105
(1. 61)

talk 总效应
0. 535∗∗∗

(2. 66)
500 ~ 600

0. 077
(1. 50)

rho
0. 652∗∗∗

(8. 67)
600 ~ 700

0. 069
(1. 53)

LogL 1 240. 52
样本量 2 592

700 ~ 800
0. 085
(1. 46)

R2 0. 203 - -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p < 0. 1 上有统计学意义,且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
量、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五)环保约谈对政府霾碳协同治理效率影响

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更加客观地考察环保约谈的影响,表 7 从

地区差异、城市层级和约谈原因 3 个维度,考察环

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异质性影

响。 由表可知,地区差异方面,talk 估计系数均为

正值,但东部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中西部

地区则在 1%水平显著。 这表明,环保约谈对中西

部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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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气流、空气湿度影响,东部城市雾霾浓度整体

低于中西部城市,环保约谈对东部霾碳协同治理

的边际改进效果会因污染基数太低而有所减弱。
城市层级方面,环保约谈对地级城市霾碳协同治

理效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对省会级以上城市

的影响则很不明显,这与杜建军等[3] 的结论有所

差异。 这可能是,环保约谈作为环保督政的有效

手段,主要是以行政层级较高的“条”诫勉和警示

行政层级较低的“块”,来发挥促进作用。 而对于

省会级以上城市,其行政层级多数较高,城市规模

扩张使得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已接近上限,环
境污染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较严重,仅凭环保约谈

这一行政手段,推动政府霾碳协同治理提升的难

度比较大。 在约谈原因方面,对于因大气污染而

被约谈的城市,环保约谈显著提升了当地霾碳协

同效率;对于非大气污染而被约谈的城市,作用并

不明显。 这是因为,被约谈之后,地方政府要根据

被约谈原因制定对应的整改方案,并在一定时期

内完成,政策“针对性”很强;雾霾与碳排放“同根

同源”,针对雾霾污染的整改措施更容易发挥减碳

的协同效应。
表 7　 城市特征异质性分析

异质
分类

地区差异 城市层级差异 约谈原因差异

东部 中西部 地级城市 省会及以上 大气污染 非大气

talk
0. 043 0. 049∗∗∗ 0. 046∗∗ -0. 004 0. 638∗∗∗ 0. 015
(1. 60) (2. 87) (2. 39) ( - 0. 12) (3. 02) (0. 50)

样本量 1 104 1 488 2 242 363 2 498 2 238
R2 0. 315 0. 363 0. 221 0. 193 0. 233 0. 205

注: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上有统计学意义,且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量、年份
和城市固定效应。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①环保约谈能够促进被约谈地区

霾碳协同治理效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绿
色技术创新的提升霾碳协同治理效率,未能通过

能耗强度降低提升碳霾治理效率。 ②从官员特征

来看,随着约谈地市长任期增加、晋升预期下降、
学历水平上升,环保约谈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

率的提升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 ③从空间溢出来

看,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邻地霾碳协同治理效

率,其溢出效应甚至超过对本地的影响。 但是,距
离超过 400 km 以后积极溢出将不再显著。 ④从城

市异质性来看,环保约谈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

城市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比较显著,对
东部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政府的促进作用则并

不显著。 只有当被约谈城市是因大气污染而被约

谈时,环保约谈才能显著提升约谈城市霾碳协同

治理效率。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
第一,优化环保约谈制度设计,增强“环保督

政”协同治污的长期效力。 环保约谈之后,地方政

府需要强有力的后续执行机制、问责制度和惩戒

体制保障,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约谈、提升社会媒

体参与、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和信息公开,使环保约

谈“柔性执法”手段进一步刚性化、制度化。 第二,
加快完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机制和政策法规,为
地方政府“减霾降碳”提供制度保障。 各地要加快

建立碳排放清单数据库和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完
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对气候变化

和大气污染的协调联动机制。 此外,中央政府和

相关部委也应尽早出台气候应对和大气污染协同

控制法律法规,为“双达”目标实现提供稳定政策。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为霾碳

协同治理的产业调整、绿色创新提供有效支持。
地方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原始创新能

力,以技术突破来积极应对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重

大调整的现实挑战,推动产业链优化和价值链攀

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革命化应用,实现地区减污降

碳协同治理效率长期持续提升。 第四,强化碳霾

污染源头协同治理,着力提升重点区域治理成效。
地方政府要加强政府碳减排、环境治理数据全生

命周期和政务流程的协同耦合,突出主要领域、重
点行业和关键环节的协同优化。 在区域协同方

面,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用途管制要求,设计

城市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分类指导的政策体系,
立足地区间产业链关联、产业集群协同优化,构建

区域减霾降碳协同持续推进的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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